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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环境出现的历史故事题材，显非随意而为，而是

与墓葬特殊的氛围休戚相关的，其在丧葬礼仪中的含义有

多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汉代画像石中的历史故事题材

与儒学在汉代的兴盛有关，标榜了儒家伦理道德 或体现

了儒家道德规范及教化 ，是儒学在东汉社会深入人心的

重要表现 。其实，这类题材不仅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体

现，也反应了墓主的道德伦理和精神追求，暗示墓主与他

们是同类人 ，记录了一套当时社会上普遍接受的伦理观

念和道德标准 。尽管这些历史题材在汉代画像石内容中

所占的比例不高，但其作为画像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着诸种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反

映。

陕北作为画像石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以往研究多集

中于题材分类、图像结构、墓主身份、艺术特色等方面。

历史题材与现实生活和神话题材相比，因其数量有限，且

多属于征集品，少有学者对其蕴藏的含义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试从图像学角度出发，以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上出现

的历史故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出现的背景、历史原因、

区域特征及社会意义。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能明确判定为历史故事题材共5

例，涉及四类历史故事，包括荆轲刺秦、二桃杀三士、周

公辅成王及孔子见老子，其中荆轲刺秦两处，其余各一

处。

荆轲刺秦图像发现于绥德县 和神木大保当M16 （图

一），两地画面构图基本相同。荆轲刺秦是战国晚期著名

的历史事件，从《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来看,画面刻

绘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即“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

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

轲，轲被八创。”故事前半部分中的图穷匕见、秦王断

袖、绕柱追逐及侍医夏无且以药囊击荆轲等情节均被省

略。整幅画面突出荆轲之勇，秦舞阳因恐惧而全身伏地，

及“尽失其度”的侍卫，整个故事尚勇的主题非常明显。

二桃杀三士图像发现于绥德四十里铺 （图二）墓门

横额左幅，其右幅为歌舞表演。据《晏子春秋·内篇谏

下》载：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为齐景公时期的勇士，

齐相晏婴因他们傲慢无礼，向景公进言除掉三人。“因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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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三

人论功而食，最终均弃桃自杀。画面中保留了故事中标志

性的情节：一豆二桃及献毒计的晏婴，构图简明扼要，合

于文献记载。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见于绥德军刘家沟 （图三）。整

个画面构图简洁，主题突出，省略了孔子乘坐的车马及随

从 ，亦不见山东地区如邹城面粉厂 和平阴实验中学

M7 画像石中孔子

问礼时随从弟子等

人物画像，仅保留

了问礼过程关键性

的人物。

周公辅成王图

见于子洲县 （图

四）。周公辅成王

是一个颇为久远的

故事，《孔子家

语·观周篇》 记

载孔子曾在明堂的

壁画中看到“周公

辅成王，抱之斧

扆，南面以朝诸侯

之图焉。”西汉武

帝临死前命画师画

周公辅成王图赠霍

光，说明此故事不

仅是两汉，至迟在

春秋晚期时已在社

会上广为流传。

陕北画像石中

出现的历史故事集中于圣贤和义士两方面。山东地区常见

的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垂教后世的邢渠哺父、董永侍父

等孝子故事和鲁秋胡戏妻、鲁义妇等节妇故事在陕北地区

并未出现。陕北地区汉代墓葬画像石中偏重刻绘以圣贤勇

士为代表的政治人物，与

其地处边陲，偏向于建功

立业以及墓主以圣贤勇士

为榜样，作为自己处世立

命的依据等思想有关。同

时，墓主借助画像石中的

政治人物，向冥界和仙界

昭示自己的品德、操守可

以与他们并列，祈求仙界

的收留。“家居人物”在

山东地区分布广泛，可能

与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

源地，受儒家文明的浸

染，当地的地主豪绅时时

标榜和维护儒家的伦理道

德。图像的设计者希望用

孝子和节妇作为“家居人

物”来教诲他的遗孀和孤

儿，要求他们维护家庭的

和睦，对死去的丈夫或父

亲尽忠尽孝 。因此这一

地区有关孔子的故事画像远远多于其他地区 。

值得注意的是，陕北地区的历史故事在画像石中往往

与歌舞类题材同时出现，似乎已成为歌舞表演的一个内

容。“周公辅成王”位于竖框顶端第六层，其中的第二、

三层，分别是两人坐地抚琴，其下两人翩翩起舞的场面。

“二桃杀三士”与歌舞表演不仅处于同一画面，甚至两者

被当做一个整体，放置于一个装饰着“S”纹的高台之

上，高台之下的左、右两边站长裙曳地的观者。

历史故事作为画像石题材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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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二桃杀三士图

图三 孔子见老子图

图四 周公辅成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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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图像系统之中，负载最多观念意义的是对历史故事图

像的刻画 。历史故事出现在祠堂和墓葬中的意义是不同

的。祠堂里刻画历史故事内容自非随意而为，应是按照当

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选择和配置的，有明确的目的

性。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也

就是用儒家道德规范的实例来教育时人 。祠堂画像石中

刻绘历史故事“以昭劝戒”（《后汉书·酷吏列传·阳球

传》），是与祠堂特殊功能息息相关的。祠堂建成后，是

对外开放，供人观摩的。而墓葬在葬入死者后是要永久封

闭的，观者仅是墓主，其所负载的教化作用相对较弱。虽

然墓葬画像与祠堂画像在题材上多有重复，但两者功能不

同，对图像题材表达的侧重点也不尽一致。祠堂画像偏重

历史故事，墓葬画像更关注墓主人的生死去向。即便是相

同的题材，处于不同的背景中，意义仍会发生变化 。因

此，对汉代墓葬画像石中历史题材的社会意义，要充分结

合墓葬特殊的结构形式考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驱邪辟凶。历史故事均被装饰在墓门区域。墓

门不仅是死者灵魂升天的必经之路，也是地下鬼怪的传入

之地 。与其他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墓相比，陕北汉画像石

墓特别注重墓门的装饰 。在墓门的最重要区域门扉多刻

绘面目恐怖狰狞的铺首衔环、独角兽、青龙、白虎等，有

的墓葬还在左右门柱下方刻绘手执武器（剑、戟、斧等）

的门吏。各种怪兽和手执利刃的门吏，守护着墓葬的入

口，驱赶和警告幽灵精怪的闯入。门楣属墓门中的至高

点，是连接整个墓门与墓顶的桥梁。在一些画像最简略的

墓葬中，甚至只在门楣上布置一些画像 。“二桃杀三

士”、“荆轲刺秦”的历史故事恰都刻绘此处，或许是画

像内容的设计者有意为之，借助至高点勇士的“勇气”震

慑整个墓葬。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刻绘于墓门，较之概念

中怪兽，更具有震慑力。远远看见高居墓门顶端手执利

刃、面带杀气的勇士，任何鬼魖都得绕行。其实，墓门刻

绘勇士以辟凶的习俗是对生宅大门的照搬。“其殿门有成

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

焉。”师古曰：“成庆，古之勇士也，事见《淮南

子》。”（《汉书·景十三王传》）成庆是古代的一位勇

士，被刻绘于汉景帝的重孙广川王的殿门之上即是例证。

尽管文献中并未说出将成庆像刻绘于宅门的用意，显然宅

门上刻绘勇士像并不单单是装饰，还有镇宅的功用。

“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属于圣贤的历史故

事。孔子和周公在汉时分别被尊称为“大圣”（《盐铁

论·国疾》）、“至圣”（《盐铁论·殊路》），在《白

虎通德论》、《汉书·古今人表》中亦被列入圣人的名

单。若单从力量的对比上来说，他们对于鬼怪的震慑力不

能和勇士相比，其彬彬有礼的外形对于鬼魆的震慑力显然

就弱些，但是“鬼惧圣人”， 圣贤的人格魅力对于鬼怪

具有威胁，于是画像石的设计者有意将它们刻绘于墓门中

稍低于门楣的墓门竖框顶端。

其二，墓主喜好的反映。汉人重丧葬，不仅天子生前

即预作寿陵，而臣民亦于生时自营茔地 。《后汉书·赵

岐传》：“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

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汉书·张禹

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堂”。因此，画像石

中的建筑和装饰计划则由死者本人在生前决定，死者的子

孙只是去雇了一位“良匠”来修建亲人的丧葬纪念物 。

墓主在生前选择画像石题材，就受自己爱好和志向的影

响。因此，使用历史题材的画像石墓墓主可能就属于历史

故事的嗜好者，其生前喜欢这些历史故事，并被故事中勇

士的侠义、圣贤的事迹所感染，于是在安排死后世界的墓

门装饰时，有意选择这些题材，以供其在冥界继续欣赏。

从“孔子见老子”画面上部的龙、荆轲刺秦中盛放樊於期

头颅的盒子和因害怕整个身子贴爬于地的秦舞阳及二桃杀

三士中古冶子席地而坐拔剑欲起等细节刻绘来看，一方面

反映出这类故事的流行程度之广之深入；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这类历史故事深受的喜爱程度。陕北已发现画像石

700余块，但历史故事题材仅见5例。从这个悬殊的比例可

以看出，历史故事并非陕北画像石的流行题材，当地盛行

以西王母及其随从、仙禽异兽等构成的神仙世界，这也反

映出当地民众更多关心死后世界的生活和去向问题。墓葬

画像石中出现零星的历史题材完全彰显了墓主的个人喜

好。

其三，墓主身份的反映。陕北东汉时期属于西河郡和

上郡辖域，地处游牧地带，边郡自古就有“尚武”习俗。

由于常年受匈奴侵扰，边郡聚集了许多骁勇善战的将士。

这些“武人”崇尚勇士精神，希望自己如荆轲那样胆识超

人，具有“三士”的“仁、义、勇”。当然，镇守边郡的

将士和当地豪强中间也不乏有儒生。自从西汉“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东汉开始发扬光大。儒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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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和上层阶级的

指导思想的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 。当时国家的各种活

动，包括政令的实施，官吏的选拔等，多按照儒家的道德

标准进行。画像石墓的主人作为边郡地方豪强，要按照儒

术的标准行事，推崇儒家经典的集大成者周公与孔子。生

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规范，死后选择画像石内容

时就选择了偏重反映儒家道德标准的历史故事。

总之，历史故事题材是汉代画像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陕北作为汉代画像石的四大分布区之一，它的出现

是与社会大环境的产物。这些历史故事刻绘在墓门之上，

不仅具有驱邪避凶的意义，同时与墓主的志向和爱好有

关，也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风气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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